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乏对政府的基本信任。

二是“合法性陷阱”。“合法性陷阱”是指

在行政决策过程中，由于决策主体权威不足，既

无有效的信息交换机制来说服当事人接受决策，

又无充分的资源保障公平交换促进当事人接受决

策，从而导致“决而难行、决而不行”的情境。

在我国，有些行政决策未能综合当地居民的政策

偏好，导致“合法性”严重不足。

三是“邻避陷阱”。“邻避陷阱”是指在行

政决策过程中，由于利益相关的少数人强烈反对

导致符合多数人福祉的决策难以作出或者难以执

行的情境。“邻避”这一概念的英文为NIMBY，

是Not In My Back Yard的缩写。该词本身源于一

个经典场景：某一社区的居民很容易对于安装

垃圾箱的方案达成高度共识，却很难对垃圾箱装

在社区中什么位置达成基本共识，因为每个居民

都不希望垃圾箱在自己后院。在我国，“邻避陷

阱”是行政决策中的一种普遍现象。

四是“罗生门陷阱”。“罗生门陷阱”是指

在行政决策过程中，与决策有关的各方当事人都

从自身利益出发，按照有利于自己的逻辑来解释

和理解决策中的各种相关信息，造成真相难以被

澄清的混乱局面，进而导致行政决策的当事人无

法被决策主体“说服”的情境。在我国，“罗生

门陷阱”也屡屡发生，常常造成行政决策中多方

主体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和信息混乱。

《条例》历史定位
改变我国行政决策“无法可依”状况

我国行政决策法治化的进程曾历经“八

步”，具体体现为八个重要文本和法律。它们依

次为1999年国务院颁布的《关于全面推进依法行

政决定》、2004年国务院颁布的《全面推进依法

行政实施纲要》、2008国务院颁布的《关于加强

县市政府依法行政的决定》、2010年国务院颁布

的《关于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的意见》、2012年党

的十八大通过的报告、2014年党的十八届四中全

会通过的决议、2015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颁布的

《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2015-2020年）》和

2019年国务院颁布的《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暂行

条例》。

其中，1999年国务院颁布的《关于全面推

进依法行政决定》提出：“各级政府和政府各

部门及其领导干部，必须严格遵守宪法和法律、

法规，严格执行党和国家的政策，严守纪律，

带头依法办事，依法决策，依法处理问题，切实

领导、督促、支持本地方、本部门严格依法办

事。”这是我国首次明确提出“依法决策”，开

启了我国追求行政决策法治化的历史进程。

2004年国务院颁布的《全面推进依法行政

实施纲要》规定：“建立健全公众参与、专家论

证和政府决定相结合的行政决策机制。实行依法

决策、科学决策、民主决策。”该规定强调行政

决策必须实现合法性、科学性与民主性的内在统

一，为我国行政决策法治化的探索指明了方向。

2008年国务院颁布的《关于加强县市政府依

法行政的决定》遵从依法、科学、民主的决策方

向，具体规定了听取意见制度、公众参与制度、

合法审查制度、集体决定制度、实施后评价制度

和责任追究制度等，特别是对于听证制度，作了

非常详细且具有针对性的规定，旨在提高行政决

策中公众参与的实效性。

2010年国务院颁布的《关于加强法治政府建

设的意见》提出坚持依法科学民主决策的制度建

设方向，并且明确要求各级决策机关必须遵守五

大必经程序：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

合法性审查和集体讨论。这是我国第一次明确提

出了行政决策应当进行风险评估的程序要求，并

且强调主要对行政决策的社会稳定、环境影响和

经济安全方面进行评估。

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和2014年党的十八

届四中全会决议都对行政决策的法治化作出了比

较宏观但明确的规定。2015年中共中央和国务

院颁布的《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2015-2020

年）》贯彻落实这两次会议精神，具体规定了行

政决策的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合法

性审查、集体讨论和责任追究等制度建设要求。

2019年国务院颁布的《重大行政决策程序

暂行条例》则表明，我国行政决策法治化基本

完成。此前，在行政执法领域中，我国已经制定

《行政处罚法》《行政许可法》《行政强制法》

等一系列法律，基本建成行政执法的基本体系；

在行政救济领域，我国制定了《行政复议法》


